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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乃行政处罚之法定原

则，该原则肇始于 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 4
条，而后 1996年《行政处罚法》和 2005年《治安管理

处罚法》均沿袭之。2021年《行政处罚法》第 6条在

保留“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同时，第 33条第 3款新增“对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

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教育既是处罚的前置性

原则，也是其应然性目的和替代性措施：在原则层

面，教育是前置性的，“不教而罚”有程序违法之虞；

在目的层面，教育是应然性的，“为罚而罚”属于合目

的性背离；在措施层面，教育是替代性的，“不罚不

教”有违法定职责。但在实践中，囿于规范性阙如，

教育往往沦为虚置。为此，从理论上确立行政教育

在处罚等执法中的地位，从制度上构建行政教育的

可操作性规范，充分发挥教育的儒化功能，实现处罚

与教育的相得益彰，当属行政处罚等执法制度发展

的内在需要。

一、行政教育措施的法律属性

教育即“指导、教诲”，现代汉语中包含“用道理

说服人使照着(规则、指示、要求等)做”等含义。行政

教育即行政主体在处罚等执法过程中，基于纠正违

法之目的，对行为人施以训诫、批评或体验、服务等

矫治活动的方式总称。行政教育的核心特征乃区别

处罚等类型化行为的事实行为定位。类型化行政行

为旨在调整行政机关、相对人及其他相关主体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如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依法对实施

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违法行为的行政管理相对人

进行的法律制裁”①。而行政教育不产生此“法律上

的效果”，这一法律属性显著体现在行政教育的辅助

性、非制裁性、非强制性三个维度。

(一)行政教育措施的分类审视

《法治政府建设纲要(2015—2020年)》《法治政府

建设纲要(2021—2025年)》皆强调说服教育、劝导示

范、警示告诫、指导约谈等非强制执法手段的创新应

用。行政机关在长期实践中以“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原则为指导，为实现规制违法、维护社会秩序等行政

治理目标而创新了诸多“教育”性质的措施。就其性

质而言，主要包含言辞类和建议行为类两种，前者以

训诫教育为主，后者包含体验教育、矫正教育等

论行政处罚制度中的教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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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其一，训诫教育。行政机关施用频率颇高的训

诫类措施，其名称与实践本身即含有诫勉、引导等教

育性色彩。将“责令”“诫勉”“约谈”等广义训诫措施

视为非处罚性的柔性教育，亦有利于回应因定位不

清无法主张司法救济的制度争议。如《行政处罚法》

第 28、30、31条等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实施行政处

罚时对不予处罚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

责令改正或管教。正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

序规定》第 157、158、172等规定，“不处罚、不执行处

罚不代表没有社会危害性”，责令类行为旨在从实质

层面以柔性措施完成其规制、纠正、预防行政违法的

法定职责。例如，在某案件中，司法裁判明确行政机

关“履行责令职责时，不应仅限于作出并送达责令通

知，还应限定合理期限并应跟进责令通知的执行情

况”，否则“履职行为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责令’程度，

缺乏约束力和执行力”。②尽管上述判例主要针对行

政机关的内部责令行为，但同样基于职权行为的实

效立场，可以此作为行政机关对外部相对人责令措

施的履职参考标准。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1
条第(一)项将训诫明确为公安机关针对存在严重不

良行为未成年人的“矫治教育措施”，即有意区别于

行政处罚等法律行为，更非司法强制、刑事处罚；全

国妇联等七部委《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

意见》第 8条第 3款则依情节轻重，将训诫列为未构

成治安管理处罚与刑事犯罪案件的执法措施。

其二，体验教育。体验教育旨在倡导相对人参

与行政执法过程并承担力所能及的辅助事项，以感

受良好秩序的价值与成本，实现反省与犯意规避。

此教育一般是经行政机关决定、相对人同意，由违法

情节轻微、依法可以不予处罚的违法行为人参与协

助纠正同类、类似违法行为的活动。这在交通治理

领域最为常见，如广东省梅州市“临时交通协管员”

试验中，初次被查处驾乘摩托车、电动车轻微违法

的，现场充当文明交通劝导员，可免予罚款。

其三，矫正教育。除体验教育外，建议行为类教

育还可将场景拓展至违法查处时空之外，最典型如

社区服务等矫正教育，即行政机关指定相对人前往

居住的社区、街道或邻近的养老院、福利院等公益福

利机构从事无偿服务，并在此过程中感受良好秩序

的价值与成本，培养自身抵制再犯的意识。二战后

在英美等国司法“轻刑化”趋势下，社区服务被广泛

使用，这种服务适用“必须征得本人的同意，以免同

禁止强制劳动的条款相抵触”，“需在闲暇时进

行”。③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1条第(七)项
明确公安机关可将参加社会服务活动作为矫治教

育；温州、南京等地也有检察院基于社区劳动、积极

悔过不予起诉的探索。矫正教育的非强制性、非制

裁性避免了以往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的合法性、合理

性争议，在适用上属于强度最高的教育种类，对应违

法情形相对严重、训诫和体验教育效果有限、尚可不

予处罚或不适宜仅施以处罚的违法行为。

(二)行政教育措施的辅助性

据《行政处罚法》第 33条第 3款等规定，行政教

育以违法为前提，有错误才有纠正的必要，此即合理

行政之要求。这反映出行政教育与其他行政行为间

的差异：行政强制并不以违法的存在为必要，其主要

目的在于防止不利后果的发生或促进权利义务的履

行；行政命令尽管大部分基于违法行为的作出，但不

以违法为前提。故行政教育的适用更多与行政处罚

相联系，而由于行政教育尚未构成法定的行政行为，

在复杂多样的执法情形中，其主要作为行政处罚等

执法措施的辅助选择。

其一，行政教育属于行政执法的组成部分，其性

质受《行政处罚法》第6条等规制，其设置在于与处罚

等措施一同实现《行政处罚法》第 1条所规定之宗

旨。《行政处罚法》第 33条第 3款进一步强调教育适

用，即欲通过多元执法措施实现规制违法、恢复秩

序、维护公益的目的。

其二，行政教育的适用配合行政处罚之决定。

教育属处罚的辅助制度，不存在“一事不二罚”限制，

其适用方式较为灵活。《行政处罚法》第 33条第 3款
将教育限定于对违法行为不予处罚的情形，但这并

不意味着处罚与教育的适用泾渭分明，不处罚即教

··9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4 宪法学、行政法学
CONSTITUTIONA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育，不教育即处罚。一方面，作为对违法的矫正与预

防，教育的适用应拓展至必要的范围。在决定不予

处罚的情形下，教育可单独适用；在决定直接予以处

罚、不予处罚而予以教育其后又需予以处罚的情形

下，行政机关可在合适的程序中配合适用教育措施；

在部分案件中，行政机关认为以处罚和其他方式足

以实现教育和处罚目的的，也可不予教育。另一方

面，2021年《行政处罚法》首次扩充教育规定后，理论

研究应保持探索空间，制度实践也需经历调试：教育

主要针对相对人主观层面，对于完全不存在过错、不

存在危害结果或结果轻微的情形，不存在教育的依

据，应肯定对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与教育的情况。故

案件调查完毕后，行政机关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2、
33、57条等规定，存在“应处罚”“可处罚(即可不处

罚)”“不应处罚”等决定，可配合作出“处罚+教育”

“处罚”“不予处罚+教育”“不予处罚”等四类处理。

(三)行政教育措施的非制裁性

除辅助性特征外，行政教育的非制裁性与非强

制性更为显著地体现出其区别于行政处罚等类型化

行政行为的事实行为定位。2021年《行政处罚法》第

2条首次以“制裁性”明确行政处罚定义，④而行政教

育不涉及相对人的权利减损或义务增加，不会造成

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其意旨不同于处罚的

负面效果。

其一，以谈话、警示、训诫等为主要形式的言辞

教育的本意在于，引导相对人认识过错，通过信息交

流对法律规范加深了解并遵守，对类似行为形成抵

触和谴责的意识。此类教育并无统一的公示、通报

等机制，其意旨显著区别于直接制裁的处罚措施。

其二，建议、倡导行为类教育虽然占用相对人的

时间精力，影响同时段预期的经济收入，但在教育过

程中，相对人得以了解社会规则、良好秩序的价值等

积极信息，认识自身违法行为的消极影响且避免再

犯。其本意在于积极认知的获取而非成本占用与外

界负面评价，即设计效用不在于剥夺限制相对人利

益，不在于向社会传递负面评价。在体验教育的标

识与时限上，应禁止以标签符号等方式变相放大否

定性评价，如佩戴“我违法我治理”字样袖章等。在

协助纠正方面，一般是当场发现违法、处理并履行，

不必使相对人专门投入时间精力完成，如上午违法

的履行时段则限定在当日上午。而在矫正教育中，

教育决定与履行的时空分离，相对人需专门投入时

间精力。为避免相对人负担过重，一方面，服务主要

限于环境清扫、非专业性陪护等基础性工作，排除专

业专任性工作及高危重体力劳动；另一方面，行政机

关不应对履行时段和频率过多限制，相对人可自由

选择方便时间，灵活决定服务次数与时长分配。

其三，立法与制度设计的本意并不能决定时代

发展下的社会效果，在某些阶段，言辞训诫、服务活

动仍可能会被认为是与处罚类似的，对相对人尊严

声誉、行为资格、人身自由甚至财产等方面的制裁。

究其本质，这种负面效应更多是由自身原本的违法

行为造成，并非教育措施的负面作用。在社会中，不

当行为都应通过否定评价等措施被纠正，而所谓制

裁性也应限制在法律制裁的维度。

(四)行政教育措施的非强制性

传统行政法以“强制性干预为特点”，而现代政

府对社会活动的干预范围逐渐拓展，规制程度有所

提升，“如果管理方式不发生变化，是难以适应权力

与权利的相互关系的”，但“国家权力的过分强化易

导致对个人利益、自由市场的损害”⑤。以往单纯以

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法律效力需通过交流、说服等

柔性方式实现，相对人的信服与配合逐渐成为行政

目标实现的基础之一。区别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等以物理强力为保障的执法手段，行政教育所体现

出的“柔性”即非强制性，是现代行政执法的趋势。

其一，行政教育是建议、引导式的意思表示。无

论规劝、警示等言辞类教育，还是建议的行为活动教

育，都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意思表示。例如，谈话结束

时，行政机关对相对人完成违法告知、训诫批评，教

育即完成；在建议相对人从事协助纠正违法活动、社

区服务等教育中，建议的表达结束时，行政机关的职

责即完成，相对人履行不以强制执法为保障。教育

的意思表示不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产生物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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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其不直接使用暴力控制等手段，亦不以国家权

力等强力作为必须履行的威慑。

其二，相对人可选择适用。教育行为的决定出

于相对人的自愿，所谓自愿，是基于相对人自由意志

之下的决定。无论是基于卢梭所谓“全体要强迫他

服从公意”⑥，还是柏林“积极自由”的内涵⑦，现代公

民自由应基于对社会共同体规则的遵循以及对他人

自由权利的尊重，相对人因违法行为本应接受不利

后果，综合考量接受处罚与教育的成本，其可自主选

择最有利自身的处理方式。案件调查完毕后，行政

机关据《行政处罚法》第57条的规定，可配合处罚作

出“处罚+教育”“处罚”“不予处罚+教育”“不予处罚”

等处理。具言之，在“处罚+教育”决定中，当事人可

明确拒绝教育，因为过罚相当原则下的处罚作为保

障，法律责任业已追究，未实施教育不影响行政机关

对公共秩序的维护和恢复；在“(应该)不予处罚+教
育”情况下，当事人可拒绝教育，因为违法行为多属

《行政处罚法》第 33条第 1款规定的“违法行为轻微

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教育也不再

施以处罚的结果不存在法律责任的逃避；在行政机

关依据第 57条第(二)项规定作出“(可以)不予处罚+
教育”的情况下，若相对人拒绝教育，行政机关得考

量原违法行为，以过罚相适应标准适用处罚。

其三，相对人自主履行。据《行政处罚法》第 57
条等规定，在“处罚+教育”“不予处罚+教育”情况下，

机关或当事人选择教育后，相对人亦可决定不予履

行。非强制性即体现在不履行不会造成新的制裁：

一方面，在“处罚+教育”中，教育不予履行不影响处

罚等违法责任的追究；另一方面，在“不予处罚+教
育”中，不予履行时行政机关应结合原违法行为的各

因素决定是否给予处罚，足以构成处罚的，裁量针对

的是原违法行为，而不履行教育未构成累犯、加重等

情形的，不产生心理威慑等强制力。

二、行政教育的基本价值

较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传统执法方式，行政

教育的独特价值回应了制度建构的必要性。其顺承

刚性行政与柔性治理之并济，通过处罚教育的平衡

实现法律价值与人文关怀之统一，在本体性、程序

性、目的性维度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行政教育的本体性价值

教育之必要性在于，繁复的违法情形需要处罚

之外的执法手段予以规制，其迥异于处罚的功能机

理，在时代背景下发挥着难以忽视的功能。

其一，教育是纠正违法行为的必要措施。以针

对不同类型相对人的规制选择为例，以处罚为主的

执法方案偏向自然人惩戒，针对自然人的行政处罚

尚以短期自由罚为最高限且不涉生命健康；而对法

人及其他组织违法的规制选择有限，如对企业等非

自然人的处罚集中于资格与生产限制，对于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的制裁过重以至影响其存续。《行政处

罚法》聚焦于此并作出拓展处罚种类的尝试，但囿于

企业组织的客观属性及其承担制裁的方式有限，此

问题依然显著。故解决方式应聚焦处罚之外的规制

路径，以其作为新增的法定规制，使教育措施可以无

差别地对违法相对人实现覆盖。例如，通过训诫对

非自然人轻微违法规范，基于信息社会的市场环境，

该负面评价足以对企业形成震慑、纠正效果。

其二，教育是处罚的替代性措施。尽管尚有完

善空间，但《行政处罚法》第 33条第 3款将教育作为

处罚的替代性措施，既是教育适用的正面规定，亦为

执法措施全面覆盖违法行为的原则性规定。一方

面，处罚与教育之严厉属性存在差异，对于违法严重

程度达到处罚标准的情形不予处罚时，需教育条款

的明示，以杜绝违法责任的规避。另一方面，教育措

施亦强调行为成本以震慑违法，对于财产罚不足以

在经济社会造成适当痛感的，如交通违章罚款可能

远低于违法收益，依法律经济学理论，违法成本大于

收益预期的，相对人得积极避免。教育措施针对违

法成本问题，将处理方式聚焦相对人更重视的时间、

精力、外部评价等方面，克服了以罚款数额、拘留时

长震慑违法的路径局限。

其三，不罚不教有违法定职责。有权利必有边

界，有违法必有规制，《行政处罚法》第 1至 4条规定

执法机关有规制违法、维护治理秩序与公共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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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行政教育的建构丰富了执法规制的合理化选

择，避免了“不罚不教”的消极情况。一方面，行政教

育填补违法规制空白。违法并不当然地指向处罚，

如《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立法中大量存

在不予处罚、可以不予处罚、不予执行情形且未设定

替代处理措施。但正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

规定》第157、158、172等规定，不处罚、不执行处罚不

代表没有社会危害性，教育措施以社会个体都可从事

且强度、专业性不高的活动规制违法，将所有违法情

形纳入覆盖范围，消解了执法缺失背后的社会秩序风

险。另一方面，教育措施追求积极行政的执法实效。

行政事项激增成为制度发展面临的时代特色，除效率

行政外，消解庞大矛盾基数产生的社会主体间、行政

主体与相对人间的冲突对立，促进相对人的进步亦成

为新时代行政执法的目标。消解对立的途径在于尊

重与关怀，在微观过程中，教育措施使相对人消除因

违法导致的伦理弱势、被动受罚的身份认知，并积极

表达想法，体验在执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实现个人

素质的提升，此即对个人法律主体地位的强调。因在

相对温和的执法过程中感受到尊重和关怀，相对人可

以更好地理解执法、重视规则、抵触违法。

(二)行政教育的程序性价值

作为制度化措施，教育应发挥程序性功能，填补

处罚规制的空白，承担以往执法中单一处罚的功能

缺陷，完善行政处罚的程序理性。

其一，教育乃处罚的前置程序。依据《行政处罚

法》，教育措施至少应承担处罚前置程序的功能。鉴

于违法情形错综复杂，对于违法程度轻微、违法出于

需纠正的主观过错等情形施以针对性的教育合理且

必要，而对前者中未达到警告以上制裁的轻微情况

径行处罚则难以适应“过罚相适应”等合理行政原则

之要求。这就需要教育与处罚相配合，如在行政机

关依法裁量“可以”处罚，亦“可以”不处罚并施以行

政教育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综合考量案件事实后，依

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3款规定以教育措施中止

处罚程序，此时教育即发挥处罚前置程序的作用。

其二，教育贯穿于处罚过程中。教育以违法为

前提，无违法则不教育。最典型的适用场景为不予

处罚而仅施以教育，即《行政处罚法》第 33条第 3款
“不予处罚+教育”。当违法行为发生并经行政机关

调查与决定后，并不当然指向处罚，据《行政处罚法》

第25、27、38条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4条等，在

相对人不具备责任能力、违法行为轻微等情况下，行

政机关应当或可以不给予处罚；《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亦有不予

执行处罚的规定，但大部分并未规定处罚之外的处

理措施，使违法规制处于空白，此时即可通过行政教

育加以引导规范。从更广泛的维度看，行政机关亦

可在制止纠正、调查、申辩控告、处罚决定以及执行

(如行政拘留期间)全执法过程中，对相对人予以必要

教育，贯彻“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其三，“不教而罚”有程序违法之虞。由于涉及

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实质影响，以往“不教而罚”的简

单模式明显难以契合合理程序之要求，径行处罚之

程序既面临“懒政”“创收”等寻租风险，又需受过罚

不适应等程序正义价值的审视。尽管《行政处罚法》

对教育措施、教育与处罚配合适用等程序规定尚需

完善，但教育措施的设置为处罚等执法程序提供了

全新选择，教育处罚的协调配合为执法过程配备了

更为精细、审慎的程序方案，体现出行政程序法治的

应有之义。

(三)行政教育的目的性价值

行政教育源于“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性导

向。关于法律制裁之目的位阶的讨论虽多，但矫正、

发展、完善等属于必要内容，行政教育的设置旨在凸

显以往执法忽视的教育价值，克服单一目的的局限

与悖论。

其一，教育乃处罚之目的。一方面，教育与处罚

皆为实现法律评价与纠正的基础功能。教育作为行

政机关法定的处置措施，其与处罚类似，会对相对人

行为赋予“否定”或“非法”的评价。⑧虽不意味着制

裁，但教育措施也往往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如一般

情况下公众会对被执法的事实作出消积评价。另一

方面，教育体现促进人发展的核心价值。处罚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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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终极目的是以相对人本位展开的，适用教育而

非简单粗暴的处罚，是为从本质上实现相对人对违

法行为的悔悟认知与再犯抵制，更加注重通过执法

促使相对人修正其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帮助其更

好地理解社会规则、践行良善、提升自我，成为更高

素质的“社会人”。这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契

合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的本质意涵——无产阶级专

政下，法律成为调整、解决内部矛盾的重要手段，单

纯的处罚会体现出对立、排斥、差距等消积色彩，行

政执法应更多地从保护关怀立场出发，纠正少部分

人的错误行为与思想，实现包含行为人在内人民整

体素质的发展完善。

其二，刚柔并济实现处罚之温度。社会主体间、

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间的利益冲突加剧，使柔性执法、

刚柔并济成为现代行政一大趋势。一方面，教育的

温和活动消解了治理双方的对立。教育措施使执法

转化为交谈、协助、服务等日常平等行为，排除了强

制力运用，淡化了惩戒制裁的标签。因所涉利益或

负担并不似处罚等传统手段那样直接显著，避免双

方因执法分歧产生激烈冲突，既为行政目标的完成

提供了选择，也实现了对双方的隐形保护。另一方

面，教育的柔性规制促成了相对人的主观接受。动

辄罚款、拘留的执法模式以高高在上、“严刑峻法”的

表象拉开了执法机关与相对人的距离。而谈话、体

验等教育措施不仅在实施过程中更为平等温和，为

相对人保留选择、表达的自主空间；在结果上通过赋

予改正机会体现出包容立场与积极期待；其蕴含的

“以人为本”“改恶从善”观念更是对人主体地位的尊

重与强调，适应传统的社会认知与价值观念：更具温

度的执法模式的积极效果不局限于个案结果的接

受，其为相对人发展考虑的角度使执法获得更多理

解与信服。处罚与教育共同构建的以制裁、纠正、预

防、发展等理念为指导的关怀执法，更贴近社会生活

与民众观念而被更为普遍地认同和接受，一如“法律

只能在毫不脱离民众生活实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其

效力，否则民众就会拒绝服从它”⑨。

其三，克服为罚而罚之目的悖论。基于法治建

设初期的法治理念确立与改革工作推进的需要，形

式法治偏重甚至单一强调处罚目的的模式曾发挥了

实现行政效率与治理秩序的优势。然而，“为罚而

罚”的理念有违于行政权积极实现社会繁荣、促进相

对人发展进步的初衷，以制裁为导向的处罚不能全

面实现预期效果。处罚效用主要基于惩戒性，严厉

执法往往会使相对人主观抵触，纠正效果一般，即

“惩罚一直无法实现，会不断削弱其效果”⑩。在发生

比例上，相当一部分违法危害程度较小，即使直接处

以最低程度的警告，也会记录在案并捆绑“违法”标

签，影响相对人后续正常生活，且该执法模式难以获

得相对人的接受信服，实效难以保障。在主观层面

上，教育通过对等交流、劳动感悟等施加作用，不涉

及过度制裁、影响尊严声誉等内容而造成抵触情绪，

以更为柔和、潜移默化的方式为当事人所接受。

三、行政教育的规制与限度

行政法治要求对行政教育这一创新性内容实现

合理规制，主要包括教育制度的规范化、适用边界的

厘清、救济途径的保障三个方面。

(一)行政教育措施的规范化

随着更多类型教育措施的创设与施用，行政教

育制度的规范构造愈加必要。2021年《行政处罚法》

新增第 33条第 3款的内容显然不足，行政教育在规

范层面属创新内容，制定法不应以过于硬性的条文

限制其与实践经验的良性互动。以《行政处罚法》为

参照，应对教育措施作种类示范、设定权限、配合实

施等三类设置。

其一，种类示范条款。作为行政处罚总则，《行

政处罚法》应对教育方式作出示范性规定。教育区

别于处罚，其自主设定与自由裁量对相对人权利侵

犯的风险更低，其种类规定可领先于处罚，率先尝试

“列举+类型”的模式，既提供示例，又通过“提取公因

式”式的同质描述对教育设定作出规制示范。建议

在第7条增加第2款或新增1条：“行政教育的种类：

(一)谈话训诫等言辞类教育；(二)协助纠正同类违法、

社区服务等建议活动类教育；(三)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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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设定权限条款。除参照第7条将设定权授

予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

外，还需明确行政教育当前仅具备言辞类和建议活

动类两种，避免滥用教育创设权而导致公民合法权

利的减损。建议在第 16条增设第 2款或增设 1条：

“法律、法规对行政教育的设定种类限于第 7条第 2
款(或第8条)第(一)、(二)两项；言辞类、建议活动类以

外的行政教育，只能由法律设定。”

其三，配合实施条款。目前第 33条第 3款中行

政教育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这并不意味着行政处

罚与行政教育的适用泾渭分明。建议在第4条增设

第2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

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教育的，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

规定实施，相对人明确拒绝的除外。”在第57条增设

第3款：“调查终结，根据不同的处罚决定，行政机关

可对行政违法行为决定单独适用或与行政处罚并用

行政教育。”

(二)行政教育措施的适用限制

公权力行为天然存在着侵犯私权利领域的趋

势。如上所述，非制裁性的教育措施亦可能在特定

的社会背景下对相对人权利造成实质影响，故事实

行为不应存在过高的恣意裁量风险。行政教育应受

以下原则和规则约束：

其一，无涉生命健康、人身自由、政治资格、尊严

声誉四项权利。一方面，行政处罚与刑事责任的分

立根源是，危害程度较低的违法不足以对应严酷的

刑罚制裁，教育的柔性特质更不允许其设定与执行

涉及相对人生命与健康权利的减损。另一方面，在

现代社会，人身权限制、财产权处分已不能肆意施

用，信息的高速传播与社会主体间的紧密联系使得

时间精力、政治权利、尊严声誉成为不亚于生命健康

的权益，其保障公民、组织在社会运行中更好地获取

生存和发展资源、参与决策管理，故行政教育及其执

行方式不得牵涉上述四项权利的直接减损。

其二，比例原则的规制。一是妥当性。教育方

式应有益于相对人的积极认知与改正态度，应与违

法行为存在合理联系，对于不存在违法行为、无主观

恶性等情形，适用教育不合理且无意义。二是必要

性。在特定社会环境之中，教育的负面评价难免在

事实上减损公民权益，出现次生性不利后果，教育决

定和执行应考察潜在的不利后果并选择损害最小的

方式。三是均衡性。应重点关注教育的负面后果，

综合考虑违法行为因素与教育最优方式，实现“维护

公益＞损害私益”不等式。

其三，前置一次机制。教育的非强制性可能引

发规避法律责任的风险，如在行政机关依法裁量决

定“可以”处罚亦“可以”不处罚并施以行政教育的情

况，相对人可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教育而中止处罚程

序，此时行政教育发挥了处罚的前置程序的作用。

若相对人选择接受教育，又出现不履行或履行情况

不佳等状况，则本应落实的处罚责任或教育作用都

没有实现，故单处教育应以一次为限。如交通违法

一段时间内往往重复发生，若多次违法违章行为皆

属轻微可不予处罚，则不应放任相对人通过多次教

育逃避法律责任。这是因为，一方面，应以违法次数

排除“行为轻微”判断，重复违法意味着教育在该案

中作用有限，应以处罚规制；另一方面，单处教育措

施以一次为限意味着其发挥了前置程序的作用，而

处罚作为兜底措施能提升教育实效。

(三)行政教育措施的救济机制

排除外力救济是行政教育的显著特征，但这并

不意味着相对人的权利只能面临肆意执法的侵害风

险，故现有制度仍对事实行为的负面作用保留救济

空间。具体包括：

其一，行政自纠。纠错行政行为即行政撤销行

为，是行政主体主动撤销或变更所做违法或不当的

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因确定力和信赖利益不得随意

变更，但随着社会发展，行政自纠出现覆盖一切瑕疵

行为的趋势，即程序违法、不合目的或比例原则、不

正确(不合理)等。针对违法、不合理教育并严重影

响相对人权利的行为，行政机关应主动予以变更或

撤销。司法实践亦鼓励行政机关的自我纠正：“行政

机关对已作出行政行为的自我纠错，属于自我监督

的性质，是依法行政原则的贯彻和落实，应当遵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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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谁主体而谁纠错的原则。”

其二，复核、申诉、控告。与处罚配合适用的教

育亦应参考《行政处罚法》第75条规定的申诉、检举

等监督机制。一方面，作为面向外部的执法措施，教

育的救济不能低于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的标准，即内

部处分尚保留申诉与控告，以确保行政机关发现问

题并予以纠正；另一方面，作为柔性互动的执法模

式，教育包含交互沟通的过程，相对人有权拒绝和异

议(即复核)。若违法或不当教育在事实上严重损害

合法权益，相对人亦得以向上级或监察机关提出申

诉或控告，对此，行政机关应及时变更或撤销、赔礼

道歉及予以适当补偿。

其三，对行政处罚的诉讼。对严重侵犯合法权

益的状况，相对人可拒绝教育，其后果往往指向处

罚，此时，维权可通过处罚的司法救济实现，若不足

以适用教育，其处罚自然不当。相对人可据《行政诉

讼法》第12条第1款第(一)项，第70、74、75、77条，以

及第76条等提起行政诉讼并请求法院裁撤重做、确

认违法或无效、判决变更、责令补救或赔偿。教育的

救济以处罚的司法裁判实现，亦佐证行政教育是行

政处罚制度的重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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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ducational Measures in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System
Jiang Guohua Sun Zhongyuan

Abstract："Combination of punishment and education"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The
sub-principles derived from this principle, such as education first, edutainment in punishment, and education instead
of punishment, constitut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system. Compared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measures, educational measures are preemptive, superior and procedural atthe procedural levelandpur⁃
poseful, humanistic and substitutable. at the functional level. Accordingly, "punishment without education" is against
the due process, "punishment without education" is against the due purpose, and "punishment without education" is
against the due performance of duties.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administrative education measur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ontological, procedural and purposeful value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their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positioning in 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system and improve their normative construction.

Key words：Combination of punishment and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education measures; Civilized law en⁃
forcement; Flexible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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